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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1848-1905）作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作家，向来颇受学界重视。可是，他在清光绪三年、日明治十年（1877）末至清光
绪八年、日明治十五年（1882）初任清朝首批驻日使馆参赞的四年多时间内，与日本汉诗发生过的种种关涉，却至今尚未见有全面深
入的综合研究[1]。也就是说，黄遵宪阅读过哪些日本汉诗作品，有怎样的认识和评价？他对明治汉诗坛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与此同
时，他自己是否也从明治汉诗那里得到过某种启示？凡此种种，均有待进一步求索查证。本文即拟对上述问题，特别是第三点有关
“逆向反馈”的问题，分别试作探讨。 

一 

黄遵宪身为晚清杰出诗人，第一次跨出国门，就在一海之隔的东瀛异域，发现了与本土同根同源的汉诗奇葩，其兴趣盎然，自不待
言。而且，他肩负外交官使命，立志撰写《日本国志》，并同时推出副产品《日本杂事诗》，以填补对日认识的空白，在执笔时为了
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日本汉诗也自然会纳入他的视野。因此，黄遵宪使日期间，与日本汉诗多有接触，并做出了他自己的评价。
其最集中的表述，为《日本杂事诗》第76、77首及其自注： 

    观风若采扶桑集，压卷先编侍宴诗。 

    读尽凌云兼丽藻，终推帝子独工辞。 

自注：诗始于大友皇子《侍宴》诗，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仪。”殊有天地开辟、日月重光
气象。总集之编有《扶桑集》、《怀风藻》、《凌云集》、《本朝丽藻》、《经国集》。延喜、天暦之间，称郁郁乎文矣，然未有
专集。其后能以诗鸣者，曰新井君美（着有《白石诗稿》）、梁田邦美（字景鸾，号蜕岩，江户人，有《蜕岩文集》）、祇园瑜
（字伯玉，号南海，纪伊人，有《南海集》）、秋山仪（字子羽，号玉山，丰后人，有《玉山诗集》、《玉山遗稿》）、菅晋师
（字礼卿，号茶山，备后人，有《黄叶夕阳村舍诗稿》）、赖惟柔（字千祺，号杏坪，安艺人）、赖襄、梁孟纬（字公图，号星
岩，美浓人，有《星岩集》）、广濑建（字子基，号淡窗，□□人，有《远思楼诗钞》），皆名家也。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 

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 

自注：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山）四家最著名，
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白香山、袁随园尤剧思慕，学之者十八九。（唐时有小野篁慕香山，欲游唐。小说家称人见海上楼阁，
道以待白香山来，殆即日本也。）《小仓山房随笔》亦言鸡林贾人争市其稿，盖贩之日本，知不诬耳。七绝最所擅场，近市河子静
（号宽斋，上毛人）、大洼天民（号诗佛，□□人，有《诗圣堂集》）、柏木昶（字永日，号如亭，信浓人，有《晚晴堂集》）、
菊池五山（字□□，□□人，有《五山堂诗话》），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近世文人，变而购
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 

 
上引文字容有个别舛误，此悉依原文。此外，《日本国志• 学术志》“为诗词之学者”部分所列举的作者，也与上述自注相重合。 

这两首诗及自注，如果说前者主要是综述日本汉诗的整体概况，后者则可以说是侧重于揭示日本汉诗的演变发展。问题在于，黄遵
宪在这里表述的对日本汉诗的理解，水平到底如何？细而察之，前者仅止于作家作品的罗列，谈不上理论性的概括分析，可以置而不
论；后者值得注目的，也只有“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
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一句。然而，准之日本汉诗的历史，这个概述并不符合其历时性的纵向流变过程，而毋
宁说是一种对其诗风变化的平面性的散点素描。特别是其中“变为四灵”一语，尤为费解。“四灵”如果指的是南宋后期与江湖诗派
接近的“永嘉四灵”，即出身于浙江永嘉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则日本汉诗
史上并没有他们特别受到青睐的相关记录。鉴于自注对江户后期以市河宽斋为盟主的江湖诗社格外眷顾，这里的“四灵”实为南宋江
湖诗派的代称，用以专指日本的同名诗社，亦未可知。与此相关联，有论者推测该语或指市河宽斋江湖诗社的四大弟子：大洼诗佛、
柏木如亭、菊池五山，以及自注未提及的小岛梅外，其根据是柏木如亭诗中有“四灵复聚旧江湖”一句[2]。但这个日本版的“四灵”
祇不过是柏木如亭于诗中偶一为之，并未成为文坛通称，黄遵宪是否知晓内情，特指其事，尚有疑问。而文中“皆称绝句名家。文酒
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一句，则或许其来有自。检江户后期出版的《今四家绝句》，收有市河宽斋、柏木如亭、大洼
诗佛、菊池五山等四人七言绝句各一百首，卷首因是道人序曾将四人与“竖称之”的唐宋八大家以及“横称之”的南宋诗人四大家范
成大、陆游、杨万里、尤袤相比，认为四人与后者颇为相类，并世同时，三次用了“一时唱酬”，并分别用“其名并隆”、 “其名并
齐”、 “其名并高”来做呼应[3]。细品黄遵宪自注，他对这篇序言似乎曾予留意。 

然而，如果与大致作于同时期的俞樾《东瀛诗选序》对日本汉诗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的“二变三期说”相比，黄遵宪的认识显然要
肤浅、零散得多。回观《日本杂事诗》第69、75首及自注，以及《日本国志• 学术志》于道学家、古文家著述列举之细，篇幅之长，
就不难看出他对日本汉学的基本态度：赏其文而不赏其诗。 

其实，上述汉诗人的作品，包括他罗列的其它汉文著作，黄遵宪是否真正通览过，大可怀疑。《日本杂事诗》的写作，曾得到许多
日本友人的帮助，如黄遵宪光绪五年（1879）三月致宫岛诚一郎函云： 

 
    德行自藤惺窝、文章自物徂徕以下诸公，乞条其名字、籍贯、所著之书，一一以告。汉学宋学又当分别，文章则文与诗亦分举



为妙也[4]。 

 
他在和大河内辉声笔谈时，也请他列示“以文章名世者”，并明言：“专集多未见，选本中曾见其六七。[5]”因此，上引《日本杂事
诗》的自注，很可能祇是照录他人提供的数据，而并非自己研读后的判断。纵观黄遵宪对日本汉诗的看法，可以说与其《日本国志》
的编纂方针如出一辙，即“厚今薄古”。他认真阅读、积极评价的，几乎都是同时代人的作品，或者是刚刚去世的江户后期作家。上
引第76首自注末尾原稿有“至于近世，尤解吟事”一句[6]，虽然多年后定稿时被删去，但是仍可从中看到黄遵宪当时的认识。他在
《明治名家诗选序》中曾分析过就中原因： 
 

自余随使者东来，求其乡先生之诗。卓然成家者，寥落无几辈。而近时作者，乃彬乎质，有其文。余尝求其故，则以德川氏中
叶以后，禁网繁密，学士大夫每以文字贾祸，故嗫嚅趑趄，几不敢操笔为文。维新以来，文网疏脱，捐弃忌讳，于是人人始得奋其
意以为诗[7]。 

 
当然，江户后期并非如此万马齐喑，前引黄遵宪称赏的以市河子静（宽斋）为代表的江湖诗社，即这一时期的翘楚；下文要谈到的赖
山阳，更是卓尔不群的佼佼者。黄遵宪抑彼扬此，其意乃在凸显维新带来的诗坛新气象。他的这种看法，与本文第三章论其与明治
“文明开化新诗”的联系，也不无关系。 

黄遵宪于日本汉诗，内心持论其实相当苛刻，但对一位前辈和一位同辈，他却不吝褒词，揄扬有加。这就是赖山阳和龟谷省轩。 
赖山阳（1780-1832），名襄，字子成，号山阳、三十六峰外史，着有《山阳诗钞》、《山阳遗稿》、《日本外史》、《日本政

记》等，是江户后期最负盛名的汉学家。尽管他已于黄遵宪来日四十余年前辞世，但因其史论阐扬民族精神，明治时期仍风行于世。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第75首“徂徕而外有山阳”，是二百首组诗中唯一标举作家名字的诗句。在其它文章或笔谈中，但凡提到赖山
阳，他也总是肃然起敬：“山阳先生器识文章，仆谓日本盖无流匹。[8]”而较之诗，他更赏其文：“诗不如文，然自有一种不可磨灭
之精神，未易及也。[9]”可见他最为赏识的，是赖山阳的“器识”、“精神”。他曾说： 

 
若使山阳在今，必当遍历中土及欧米，必能各舍短而择其长。仆为山阳惜者在此。区区诗文，犹未也[10]。 

 
尤为难得的，是黄遵宪还多次以赖山阳为“典故”。其《续怀人诗》第8首“绝胜海风三日夜，拿舟空访沈南苹”，自注“昔画师沈南
苹客长崎，赖山阳闻其名走访之，阻风三日夜，及至，而南苹已归，以为平生恨事[11]”，用以反衬他与宫岛诚一郎的时相往来、亲
密无间。在为宫岛《养浩堂诗集》所作序中，他再次以赖山阳为喻： 
 

    昔江辛夷一客耳，赖子山阳至度越阡陌远往长崎，待之九十日，卒以阻风，船不果至，空结遐想。余才虽不逮古人，而比之古
人为幸良多[12]。 

 
这种对日人故事的“用典”，在中日汉诗交流史上颇为罕见，值得特书一笔。 
    龟谷省轩（1838-1913），名行，字子省，号省轩，着有《省轩文稿》、《省轩诗稿》等，活跃于明治政界，兼精汉学。黄遵宪与
龟谷多有交往，并毫不掩饰对他的钦佩：“于诗最爱龟谷省轩[13]”，“仆来此，最钦慕者，龟谷子一人[14]”，还恳请龟谷为其
《日本杂事诗》增删并作序[15]。他之所以于龟谷别具只眼，乃缘于看好龟谷诗艺此后的精进： 
 
        足下古诗大可成家，数今日之所造诣，既非余子所能及矣[16]。 

 
鉴于后文还要论及的日本汉诗人之拙于古体，黄遵宪对龟谷省轩从心底寄予了厚望。 
    要之，黄遵宪使日期间，虽然因倾力编撰《日本国志》，而多注重汉文史籍，但诗人天性，仍使他对日本汉诗屡屡眷顾。掇拾散
见于其文集中的只言词组，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别有会心的敏锐目光。 

二 

    黄遵宪对日本汉诗的亲近感，主要来自一种文化的认同。他在游历欧美后致书宫岛诚一郎，慨叹自己虽然见识了这些“表海雄
风，泱泱大国”，但终感隔膜，难觅知己： 
 

    然以论朋友游宴之乐，山川风物之美，盖不逮日本远甚，仆竟认并州作故乡矣。春秋佳日，举头东望，墨江之樱，木下川之
松，龟井户之藤，小西湖之柳，蒲田之梅，泷川之枫，一若裙屐杂沓，随诸君子觞咏于其间，风流可味。以是知我两国文字同，风
俗同，其友好敬爱出于天然，岂碧眼紫髯人所能比并乎[17]？ 

 
而与日本汉诗人的心心相印，盖得力于彼此驾轻就熟的笔谈： 
        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18]。 
这种独特的“文字缘”，消弭了口语不通的障碍，使黄遵宪在明治汉诗的舞台上，得以尽情一展身手。在当时驻日使馆成员中，黄遵
宪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才华最为出众，因此也最受日本学者欢迎。王韬《日本杂事诗序》曾形象地描绘了这种众星拱月、风起云从
的盛况：“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
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石川鸿斋《日本杂事诗跋》也说他“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
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现仅将最新版《黄遵宪全集》中他为日人著述所作的序跋以及评语列示如下，以见其在日文
化活动彬彬之盛： 

1878         为迹见花蹊辑《彤管生辉帖》题《满庭芳》词 
1878、6     为《赖山阳书翰》作跋 
1878、11   为儿玉士常《中学习字本》作序 
1879、2       为浅田宗伯《先哲医话》作跋 
1879、3       为石川鸿斋《文章轨范》作序 
1879、10  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作跋 

    1879、12  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第四编书后 
1880、1       评冈千仞诗 
1880、4   题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 
1880、4   又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作跋 
1880、6   再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作跋 
1880、6       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序》作评 
1880、6       为浅田宗伯《仙桃集》作序 
1880、7       为冈千仞《与某论冉求仲由书》作评 
1880、8       为城井国纲编《明治名家诗选》作序 
1880、7       为冈千仞《藏名山房集》作序 
1881、4       为浅田宗伯《牛渚漫录》作序 



1881、5       为安井息轩《读书余适》作序 
    1881      为冈千仞《北游诗草》作序 

1881、7   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作序 
1881、8       为《斯文一斑》第七集作评 
1881、8       为《斯文一斑》第八集作评 
1881、9       为《斯文一斑》第九集作评 
1881、        为蒲生重章《近世伟人传》题词 
1878-1881 为蒲生重章《褧亭诗钞》作评 
1878-1881 为藤川三溪《春秋大义》作序 
1879-1881 为青山延寿《皇朝金鉴》作序 
1878-1881 为生田水竹《畿道巡回日记》作序 
1879-1881 为《送佐和少警视使于欧洲序》作评 
1879-1881 为《爱国丛谈序》作评 

    1899、12  为副岛沧海《孔子诗》作跋 
 

再看他与各色人等的日常交往。黄遵宪自云：“遵宪来东，士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19]”据笔者统计，仅《黄遵宪全集》提及
的与其有过交往的明治人士，就多达79人。依该书页次列举，则有：石川鸿斋、宫本鸭北、有栖川炽仁亲王、重野成斋、岩谷六一、
日下部东作、蒲生重章、冈鹿门、宍户玑、小野湖山、秋月种树、佐野雪津、伊藤博文、榎本武扬、浅田宗伯、大沼枕山、南摩纲
纪、龟谷省轩、青山延寿、森春涛、鲈元邦、森槐南、宫岛诚一郎、鹤田嫩姹、鹤田元缟、关义臣、内田九成、原苇清风、大河内辉
声、畊南仙史、增田贡、川田瓮江、城井锦原、迹见花蹊、小森泽长政、儿玉士常、藤川三溪、生田水竹、副岛沧海、中村敬宇、金
子弥平、井上子德、宫岛大八郎、松井强哉、谷山之忠、高木正贤、池田宽治、加藤樱老、内邨绥所、手冢寿雄、木原元礼、小山朝
弘、杉村武敏、松平庆永、有马道纯、植树家壶、山田则明、宫部襄、川岛浪速、向山黄邨、曾根俊虎、高谷龙州、石幡贞、栗木锄
云、本多正讷、三浦安、中川雪堂、伊地知正治、谷干城、荻原西畴、胜海舟、吉井三峰、吉井友实、古贺谨一郎、税所笃三、菊池
溪琴、长冈护美、大久保利加、中村确堂。如果再加上有姓无名或有名无姓的人，以及虽有交往而未见于记载的人，为数则应更多。 

黄遵宪在明治汉学界如此备受礼遇，实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在此前的江户锁国时代，日本汉诗人对一海之隔的西土大
陆，可望而不可及，无奈之下，那些来往于长崎、本属贩夫走卒的清朝客商，也成为他们竞相延揽的对象，以聊解不得亲炙“本土”
人士之渴，江辛夷（芸阁）之流的暴得大名，正缘此之故。明治之初，黄遵宪这样学养丰厚而又身兼外交官的“正宗”文人的到来，
不啻空谷足音，汉诗人们自然要对他群起追捧，恭恭敬敬执弟子礼。另一方面，维新以后，西学盛行，传统的汉学开始感到威胁，危
机意识日益加深。宫岛诚一郎曾对黄遵宪说：“今敝邦诗道大衰，因阁下挠正，欲兴起此风，所以有寸心也。”黄遵宪答道：“谨当
如命。[20]”也理所当然地以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 

这样一来，面对接踵而至、积案盈箱的求教文稿，黄遵宪便常常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祇能利用去旅游地休假的闲暇，来了却这些额
外的“文债”。有一次宫岛催他改稿，黄遵宪答曰：“入今年来，他人文稿积几案者如山，都以箱根了此一切文字债也。”“蠖堂诗
留此过久，惭愧之至。并携往箱根了之。并其它友人之作，约有二十余本。箱根无事，数日中能尽了之也。[21]”即可见其繁忙之一
斑。但在这大量的“作文批改”中，他最倾注心血的，还是宫岛诚一郎的《养浩堂诗集》。 
    宫岛诚一郎（1838-1911），字栗香，号养浩堂，于明治政府历任要职，是黄遵宪在日期间交往最密切的友人。在现存他们之间的
笔谈、信函中，作诗始终是中心话题，正如黄遵宪在《养浩堂诗集序》中所说：一年四季“未尝不相见，相见未尝不谈诗”。为了这
部诗集，他“既为之校阅四五过，复系以评语累千万言[22]”，竭诚尽力，无以复加。与此同时，他也从严把关，并不因友人情面而
稍作宽容，批评可谓声色俱厉，乃至有人“或以为过刻[23]”。如刚刚着手删订时，他即致函宫岛： 

    大稿经一再读过。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拣金，偶一见宝耳。谬以鄙见，辄为删弃。其余未动笔者，仆皆以为可删，然未敢自
信，冀吾子更请他人阅之耳。狂妄之罪，不敢求谅。惟恃至爱，乃敢出此言也[24]。 

 
其它如谆谆告诫各种作诗要诀，乃至具体指点某句某字当如何修改，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黄遵宪对宫岛诚一郎的耳提面命，也可视为他对明治汉诗坛的一种批评示范。从他的各种评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日本人作诗技
巧的不满，主要有二： 

一曰不擅古体。他批评宫岛“足下七古似稍逊一筹，揣足下未及多读也”，并建议他“多读李、杜、苏三家[25]”。在赞菊池溪琴
诗“骨气极好”时，亦叹惜“至其长篇，时有剑拔弩张，不胜其力之态[26]”。当冈千仞问他：“弊邦能诗人唯限律绝。往时江稼圃
来长崎之日，观邦人古诗概为失体，概不见之。果然否？”黄遵宪立刻大表赞同：“谓日本古诗概失体，此太高之论。[27]”即便是
他赞不绝口的赖山阳，在冈千仞问其“古风长古”“不知中中华矩度否”时，他也明白地回答说：“诗不如文。[28]”其实，同样的
指责，既见于端坐本土、精选《东瀛诗选》的一代大儒俞樾笔下，也出自来游扶桑、戏编《日本同人诗选》的落魄文人陈曼寿口中，
可知这是当时中国文人对日本汉诗的一种共同认识。 

二曰不谙音律。昧于汉语而作汉诗，本是日本汉诗人的弱项。黄遵宪于此深有感触，故有时要亲自吟诵，以彰显汉诗音韵的真正魅
力：“今我读诗，诸君试闻。读诗皆如此。音节好否？[29]”他指导宫岛之子学诗：“汉字一字只有一音，日本每有余音，须去其余
音乃似。归为令郎言之。[30]”循循善诱，用心可谓良苦。 

概而言之，黄遵宪对日本汉诗、或者说对日本汉文学整体的缺失，有过一个总括性的“忠告”： 
 
    仆之蓄于胸中未告人者，曰日本人之弊：一曰不读书，一曰器小，一曰气弱，一曰字冗，是皆通患，悉除之，则善矣[31]。 

 
遗憾的是，此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乃至兵戎相见，黄遵宪最终也没能看到他期待的这一共同文化结出的“善”果。 

三 

    黄遵宪在对日本汉诗指擘讲画、平章月旦的同时，作为“老师”，他自己是否也反过来受到了“学生”的某种影响？关于这个问
题，迄今未见有人质疑。因为中国诗人面对日本汉诗人，长期以来一直以祖传正宗自居，在先生巨大光环的笼罩下，弟子们似乎唯有
俯首听命，而毫无置喙的余地，遑论“逆向反馈”？然而在黄遵宪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这种堪称“教学相长”的或隐或显的种种痕
迹。本章即对此试作探究。 
    作为明显的事实，首先可以想到的，应该是黄遵宪就《日本杂事诗》向众多日本学者的请教。他在致宫岛诚一郎函中，就多次提
到“想既改削”，“复承赐阅”，“乞尽一夕工夫削之[32]”；在致增田贡函中，也强调自己深恐“以外国人述大邦事”，语必有
失，故“恳恳指正[33]”。而增田贡覆函云“向赐《杂事诗》卷，阅之玉石混淆，冠履齐列[34]”，则委婉地表示了批评。黄遵宪光
绪十一年（1885）所作《日本杂事诗自序》，亦云“日本名宿若重野成斋（安绎）、冈鹿门（千仞）、青山铁枪（延寿）、蒲生子闇
（重章）诸君子皆手加评校，丹黄烂然，溢于简端”，以致“余为之易稿者四”，始得成书。 
    然而，《日本杂事诗》之所以多方请益于日本学者，乃职是订正日本史实之故，考虑到这个特殊背景，就显然不能把它和黄遵宪
对日本汉诗人的一般性指导相提并论。如果我们视《日本杂事诗》的审订为一种例外，而不予置评的话，笔者更感兴趣的则是：黄遵
宪身体力行的“诗界革命”，有没有受到明治时期风靡一时的“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 
    众所周知，黄遵宪是晚清诗界革命创作成就最为显著者。其新体诗的一大特点，即梁启超所说的“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35]”，代表作如他使英时写的《今别离》四首，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照像和东西半球时差，当时就得到了诗坛大家的交口称赞。
陈三立评之曰：“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盖辟古人未曾有之境，为今人不可少之诗。[36]”此



外，黄遵宪“百年过半洲游四[37]”，他的大量记录日、美、欧出使行迹的诗篇，也被认为是开辟了诗歌领域的新境界。陈衍《石遗
室诗话》有云：“中国与欧、美诸洲交通以来，持英簜与敦盘者，不绝于道。而能以诗鸣者，惟黄公度。其关于外邦名迹之作，颇为
伙颐。[38]” 
    诚然，上述评价如果仅仅准之中国诗史，黄遵宪的确当之无愧。但如果我们拓宽视野，把目光投向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话，看
到的就是另外一种景观了。早在黄遵宪赴日之前，东瀛的汉诗人就承维新之际西学蜂拥而入的时代风会，作了把西洋文明新事物、新
语汇纳入传统诗歌形式的率先尝试。明治以后，国门大开，具有汉学素养的日本文人得以亲赴海外，看到他们以前只能通过书本神游
的外部世界，并诉诸吟咏，形诸笔墨。众多漫游中国大陆的诗作姑且勿论，明治六年（1873）成岛柳北周游欧美归来，其《航西杂
诗》在记述西方世界异域风情方面，已着了先鞭。明治八年（1875）森春涛编辑的《东京才人绝句》，则汇集了明治初期题咏“文明
开化”的代表性成果。川田瓮江序云：“昔者咏物，花鸟风月；而今则石室电机、汽车轮船。耳目所触，无一非新题目。”“森翁此
编，作诗史读，可也；即作文明史读，亦无不可。[39]”且略举其诗题、内容及作者如下： 
        航西杂诗    咏“伦敦”等      成岛柳北 
        夏日病中作  咏“中外新闻”等  铃木蓼处 
        横滨杂诗    咏“瓦斯灯”等    关根痴堂 
        杂咏十题    咏“女学校”等    藤堂苏亭 
        赠新闻记者某  （如题）        铃木半云 
        博览会        （如题）        八木萃堂 
        …… 
    森春涛于同年创刊并主编的汉诗文杂志《新文诗》，则以每月一期的速度，不断推出标榜“清新”的汉诗近作。这份刊物虽然本
以在维新大潮中“独守旧业”，即坚守汉诗园地为宗旨，但一如其刊名《新文诗》实为谐音“新闻纸”（日语两者发音相同）那样，
能顺时应变，在已显落伍的汉诗这一文学样式中吹进“文明开化”的新风，也称得上是“化腐为新，工亦甚矣[40]”。阪谷朗庐更赞
之为“吾家吟坛新闻纸”，“新闻纸示劝戒于新话﹐而新文诗放风致乎新韵，皆新世鼓吹之尤者[41]”。下面且捃拾数例，看看他们
是怎样用“新韵”来作“新世鼓吹”的。 
    铃木蓼处《题风船图》： 
        西人技术亦奇哉﹐舟在青空尽溯洄。 

        见得谪仙诗句是﹐孤帆真个日边来[42]。 

诗有想象，有情韵，用典也恰到好处，因而被视为明治汉诗的代表作，入选各种诗集。但与之相反，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扞格难通
者，也在所难免。如芳川越山《明治九年十二月设海底线于阿波州，竣工有作》： 

        非因要害碍楼船﹐一锁投来万信传。 

        休道相思南北隔﹐偷从海底两情牵[43]。 

诗前半颇为稚拙，几近不文，但后半称扬电线暗递相思，与黄遵宪《今别离》礼赞电报遥寄情愫，在借科学技术昌明写传统游子思妇
题材这一点上，就不无相通之处。 
    森春涛不仅以《新文诗》为阵地，为这一汉诗新潮推波助澜，他自己也时时挥笔上阵，鼓噪吶喊。他于明治十四年（1881）六月
将作新潟之游，友人杉山三郊作序送之，称新潟其地“西洋各国亦争辐凑，于是火轮之船，电机之线，山水人物，殆有与昔时异观
者，而从未尝见有艳笔描其形胜，写其风俗者，岂不昌平一大遗憾乎哉？岁之辛巳夏六月，春涛森先生将启新潟之行，赋诗曰：“此
行要问今风俗﹐吾意将翻古竹枝。[44]”收于《春涛诗钞》的《新潟竹枝》组诗，虽然传统意象仍然在唱主角，但“铁轮”、“火
井”、“邮签”、“巨舰”、“人力车”等新名词，也时时现于笔端[45]。用“古竹枝”写“今风俗”，正是当时汉诗坛流行的一种
风尚。 
    最为集中的例证，是黄遵宪赴日前夕，明治十年（1877）八月上野博览会开幕，《新文诗别集》第9号为之特辟专号《上野博览会
杂咏》，其诗题全部直接标举展示名目，依次为：制丝机器、谷种、矿种、漆器、陶器、酿造品、织造品、文房三具、写真翁媪匾
额、写真女子匾额、洋法画匾、盆松。和洋杂陈，琳琅满目，新鲜事物的诱人魅力，扑面而来。对此当时诗坛泰斗小野湖山有一个精
辟的论述，他在评松冈毅轩《上野公园博览会开场……》诗时说： 
        事新，则字面亦不得不新。能用新字面以作稳雅诗，非毅轩翁决不能也[46]。 
这里的“能用新字面以作稳雅诗”，和陈三立所说的“以新事而合旧格”，梁启超所说的“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如出一辙。
面对来势汹涌的西方文明大潮，东瀛西陆汉字文化的子孙们为拯救祖传家业开出的药方，竟然如此不谋而合，实在是意味深长。 
    到黄遵宪抵日后﹐这一热潮依然有增无减。《新文诗》第30集卷末载“皆笑社月课文题”，即明治十一年（1878）该诗社的每月
共同课题，四月为“气球船喻”，八月为“电线说”，而不是惯例的赏樱、玩月，追新逐奇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一年，正
是黄遵宪开始与明治汉诗人广为交流的重要年份。 
    综上所述，在黄遵宪赴日前以及在日期间，日本汉诗坛以《新文诗》为中心，正劲吹着一股“文明开化”之风。以“采风问俗”
的“古之小行人﹑外史氏[47]”自任的黄遵宪，面迎这一古典诗歌王国前所未闻的巨变，怎么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 
    进而论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黄遵宪与明治“文明开化新诗”之间，确实有着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以开风气之先的森春涛
为例，黄遵宪就与之多有交往。明治十一年（1878）清使何如璋特访森春涛，森作诗志其事，黄遵宪次韵，并于题下注云：“髯翁素
工香奁﹐戏仿其体。[48]”来日仅仅一年，就对森诗风嗜好了然于心，可见过往之密。黄遵宪致森春涛的个人信函，还分别刊载于
《新文诗》第55﹑57﹑62集，其中并谈到对春涛之子森槐南所作戏文《补春天传奇》的指导，父子两代，交谊深厚，黄遵宪因为这种
特殊关系，对《新文诗》杂志以及森春涛所编所写的其它诗作时有寓目，当为情理中事。不仅是森氏父子，黄遵宪与上文涉及的小野
湖山，川田瓮江等人，也均为酬酢甚勤的友人。前文所云那些慕名而来、登门求教的众多人士手上，想必也经常捧着“文明开化”的
诗篇。何况黄遵宪为撰写《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曾广泛浏览当时报刊杂志，登载的汉诗文固不必说，即使是日语的“新闻
纸布令”，他也自称“然仆观之，不译亦知其事也[49]”。因此，在他触目可及的大量日本文献中，明治“文明开化新诗”这株刚刚
破土而出、沾着新鲜露珠的诗苑奇葩，必然会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其实，黄遵宪在日期间，对这种新体诗可以说已经初尝鼎脔。《日本杂事诗》第53、175、178、181首分咏新闻纸、照像、博览
会、人力车，就已显示出他驾驭此类题材的娴熟功力。《日本国志》里日人新创的西文译语﹐即所谓的"和制汉语"﹐更是纷至沓来。
可是，《日本杂事诗》作为叙事性的大型组诗﹐最初的写作目的如黄遵宪所说﹐是“仆东渡以来，故乡知友邮筒云集﹐辄就仆询风
俗﹐问山水﹐仆故作此以简应对之烦[50]”﹐与专以某一新奇事物为对象﹑即传统意义上的“咏物”之作﹐毕竟还有区别。这里且让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黄遵宪对引舶来文明入诗所持的积极态度。 
    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的石川鸿斋编《芝山一笑》﹐收有清朝驻日钦差副使张斯桂的《观轻气球诗》﹐对这“泰西气球新样
巧”的新奇事物﹐作者发出由衷的感叹。石川自己也和了一首《戏次其韵》﹐其诗中有云﹕ 
        闻说洋人始新制﹐图敌瞰营施奇计。 

        或历宇内捡广狭﹐又阅舆地极微细。 

对此黄遵宪评曰﹕ 

        奇思异想﹐真入非非。亦广大﹐亦精微﹐是不可思议功德也[51]。 

按黄遵宪在来日前作于同治九年（1870）的《香港感怀》中﹐已提到了“气球”﹐若论《人境庐诗草》用新名词﹐这也许可算作最早
的一例。而咏赞气球的张斯桂﹐也是一个自称“心地尚若少年﹐意欲纵观天下奇形怪状一切事情[52]”的好事之人，他的《使东诗
录》，即收有《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幼儿园学校》等观新赏奇之作，而《和竹添鸿渐赠诗原韵》一诗，更对当时的诸般“神器”
备加礼赞： 

        飞车碾铁雷声动（火轮车路），驰传闻钟电气通（电线信局）[53]。 

身为使臣之首的何如璋，同样对此类话题别有青睐，其《使东杂咏》第56首咏“电气报”云： 
        柔能绕指硬盘空，路引金绳万里通。 

        一掣飞声逾电疾，争夸奇巧夺神工[54]。 



自注：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木上，或置水中，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傅线
以行，虽千万里顷刻可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在他们治下的清使馆中﹐便不时有此类“新诗”的具体实践。何如璋在一次与黄遵宪以及日人的共同唱和
中，就曾以当时最摩登的电话为题： 
        近西人有电器名德律风，足以传语，故以此为戏： 

        何须机电诩神通，寸管同掺用不穷。 

        卷则退藏弥六合，好扬圣教被殊风[55]。 

黄遵宪自己也并非徒作旁观。《戊寅笔话》记大河内辉声在新买的一把“洋伞”上题诗﹐并请黄遵宪也题一首，黄乃作“戏作四言
铭”： 
        亦方亦圆﹐随意萧然。 

        朝朝暮暮﹐可以游仙。 

        替笠行露﹐伴蓑钓烟。 

        举头见此﹐何知有天[56]﹖ 

按《日本国志• 礼俗志》叙日本女子所持之伞，“伞仿西洋制，名蝙蝠伞，谓张之其翼如蝠也”，《日本杂事诗》第103首自注亦云日
女子“出则携蝙蝠伞”，足见其对这一舶来生活用品的注意。这首诗虽然属于“戏作”﹐用语也纯然古风，但既然题在洋制“蝙蝠
伞”上﹐也就可以视为黄遵宪“奇思异想”的一种尝试。 
    那么，为什么黄遵宪使日四年有余，上述新潮诗人可谓时相过从，新事新语也几乎每日耳濡目染，却始终没有写出《今别离》那
样的杰作呢？对此我想试作以下三点解释。 
    首先，黄遵宪如其《日本杂事诗》定本自序所说，对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因危惧传统汉学消亡，常作指责讥议，到知其乃大势所
趋，理所必然，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同样，对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新诗”，作为一名年轻时就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
牵”（《杂感》）的革新派诗人，他自然会深感兴趣，备受启发，甚至跃跃欲试，但真正操刀染指，却尚需时日，有待观察。而在当
时日本汉学界，保守势力仍居统治地位，黄遵宪就自称“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57]”，这些旧学宿儒
出于对维新事业的抵触，视汉诗中阑入新名词为浅薄庸俗，诘难非议也时有可闻。明治十三年（1880）城井国纲编《明治名家诗
选》，就秉承其师村上佛山遗愿，有意不选这类“新诗”。五年前对森春涛《东京才人绝句》的“耳目所触，无一非新题目”称扬备
至的川田瓮江，这时也不得不韬光养晦，三缄其口，川田序引村上佛山之语云：“近日作者投时好，如气球、电机、轮船﹑铁路，争
入题咏，奇巧日加，忠厚日亡，今而不救，恐有流弊不可胜言者。[58]”黄遵宪也应邀为这部诗选作序，听到如此痛心疾首的呵责申
斥，不会不有所避忌。何况如前所述，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对日本汉诗人本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指导地位，“新诗脱口每争
传[59]”，这些被“争传”的“新诗”，实际上还负有示范本土标准、乃至整肃诗坛纲纪的重要使命，如果他也随波逐流，加入世俗
称颂“奇巧”的行列，或许将有损于他国粹护法神的形像。而到了英国之后﹐他显然已经没有这种多余的顾虑了。 
    其次，黄遵宪对西洋文明事物本身，也还需要理解消化。日本因同属东方国度，在此所见所闻，毕竟只是中转贩卖的“二手
货”，真实的欧风美雨，还有待今后的亲历。再说像地球东西时差那样的“国际知识”，不做亲身体验，是无从真切感知的。 
    再者，黄遵宪作诗的谨慎态度，也可能使他不愿率尔操觚。“公度诗自命另开一新面目，最不肯轻易落笔。[60]”黄遵宪在致宫
岛诚一郎信中，也嘱其作诗务必推敲再三：“《四库目》论陆放翁，讥其作诗太多，故伤冗滥，通人当知其意，无俟仆喋喋也。
[61]”《今别离》四首，也许正是因为经过长期孕育，终于瓜熟蒂落的缘故，才能想落天外，与古为新，意环笔绕，穷形尽相，较之
明治诸公，无疑堪称后来居上。 
    毋庸讳言，黄遵宪的新体诗也并非登峰造极，无懈可击。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在赞扬黄遵宪的同时，曾批评“当时所谓新诗
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而钱锺书《谈艺录》则认为黄遵宪也不免此病：“差能说西洋
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遗憾的是，
随着二十世纪以来旧体诗本身的全面衰退，怎样才能真正获取，自由表现“新理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大概今后也不可能得到很
好的解决。当然这已是另外一个范畴的话题了。 
    明治前期，清驻日使馆以何如璋、黄遵宪以及继任的黎庶昌为代表的使臣们，通过与日人唱和往来、点评批改，对明治汉诗坛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研究者已多有论述；但反过来他们自己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明治汉诗的影响，对此似乎尚未有人问津。本文在综
合论述黄遵宪与日本汉诗关系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只能说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切盼识者有以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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